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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交流中的多尺度网络与重构
———以韩国的经验为例

芦摇 恒摇 卞成日

[摘摇 要] 摇 韩国作为东亚典型的后发现代化国家,通过“压缩式冶城镇化道路高速发

展,但依然存在城乡发展失衡问题。 21 世纪以来,多尺度研究逐渐成为人文地理学、区
域经济学、地域社会学等学科中的新兴解释框架。 多尺度研究中体现出的尺度社会网

络性、尺度行动者主体性、尺度政治过程性等社会属性,为城乡交流研究提供了一个新

的解释框架。 当今,城乡交流日益成为一个多元、开放、跨地域的多尺度重构的社会过

程。 二战后,韩国为缓解城乡二元对立关系,大力推行促进城乡交流的相关法律和政

策。 社会组织作为跨尺度行动者之一,在中央、地方、乡村等多尺度的博弈合作中发挥

核心作用,将其他多尺度行动者编织成一个覆盖城乡的网络领域。 韩国的有效经验对

我国的启示在于:第一,夯实和细化城乡交流的法律保障,拓展提升多元尺度行动者的

多重功能;第二,培育跨尺度行动者,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在城乡领域的枢纽性作用;第
三,精准划分城乡尺度,积极打造多尺度的城乡交流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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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二战后,东亚地区各国的城乡二元分割结构在时间维度上存在密切的关联性。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东亚社会陆续出现了以振兴乡村为主题的发展热潮。 中、日、
韩三国围绕乡村振兴所展开的政策与行动前后相续,构成了 20 世纪中期以来世界范

围内乡村发展的一条重要线索(田毅鹏,2018)。 从历史发展路径来看,韩国与中国

拥有相似的农耕文化传统和乡村转型历程。 中国正全面推进的乡村振兴战略,也是

在后工业社会的大背景下,东亚农业文明大转型的一项发展性社会行动。 在乡村振

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的重要转型期,提炼总结韩国的城乡交流经验,对我国推进

城乡融合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多尺度分析冶:城乡空间研究的新视角

尺度(Scale)作为地理学科的核心概念(王丰龙,刘云刚,2015),是指表现、体验、



组织地理事件和过程的一个或几个层级(殷洁,罗小龙,2013)。 它是测量区域贫富

分化等地理空间分异现象的有效工具,能够解释衰败的物质空间转化为低收入社区

特定社会关系的具体过程(Smith & Dennis,1987)。 因此,尺度既有空间的含义,也有

社会属性的含义。 那么,尺度在城乡空间研究中是否具有充分的解释力呢? 这需要

从尺度的三个重要特征切入,讨论其所蕴含的社会属性。
第一,尺度的社会网络性。 人文地理学意义上的尺度具有显著的层级性,它将整

体的空间分解为不同尺度的结构,并对细分出来的不同尺度空间的内部功能和权力

进行等级排序。 同时,尺度强调深入分析国家、区域、城市、乡村等不同尺度之间的相

互影响和互动关系。 值得注意的是,当今的城乡交流的复杂性要求研究者不能只站

在城市或乡村的单一角度来看城乡交流,而应该从城市和乡村作为两个尺度彼此之

间互动构成的城乡网络的角度来看待城乡交流问题。 研究者不能把尺度看作一个有

边界的地域类型和固定的“层级冶,而应将其视为一种跨越尺度边界且处于动态演变

过程中的社会空间联系。 毋庸置疑,这种较强的关系性和链接性充分体现了尺度的

社会网络特征。 凯文·考克斯(Kevin Cox)甚至提出,由于区域边界是多向的,网络

才是尺度更恰当的隐喻。 他进一步用依赖空间( spaces of dependence)和交互空间

(spaces of engagement)分别描述地方性的社会关系和全球化的社会交互网络(王丰

龙,刘云刚,2015)。 在不同尺度的关系网络中,不同大小的网络相互链接,形成了网

络性的尺度结构。
第二,尺度行动者的主体性。 随着城镇化的持续推进,有关城市和区域重构的讨

论在城乡空间议题中出现了新的转向。 在任何尺度层级体系或跨尺度社会网络过程

中,研究者都面临着政府、企业、团体等制度性组织,以及城市、乡村、社区等地理性组

织的转型挑战,不能再用二元式的固定思维进行分析。 例如,在制度性组织方面,当
代勃兴的社会企业,除了营利性,还具有慈善性和公益性。 在地理组织方面,经济特

区、城乡接合部、开发区等都是具有单一城乡维度不能解释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

等资源跨越边界互动的场域。 特别是尼尔·博任纳(Neil Brenner)在列斐伏尔、哈维

等人的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基础上,提出了以“尺度问题冶为核心的“新城市空间冶理
论。 博任纳(2019:25 - 26)强调城市尺度不仅是全球资本积累中的一个地方竞技

场,也是国家空间性的多尺度重构得以展开的战略性管制调整。 他将尺度作为体现

社会空间性的主要维度,更关注多尺度重构的社会空间过程,而不是尺度本身(Bren鄄
ner,2019:109)。 尺度重构作为重要的理论工具,可用于阐释城市区域治理过程,可
被视为一种不断被生产和重构的社会过程,既有社会关系的重塑,也有物理空间的边

界转变(张衔春等,2021)。 其中,行动者的主体性体现为在形成链接多尺度网络中

发挥关键作用。 行动者一般以尺度空间中的特定场所为中心,形成关系网络,依靠自

身的生产与再生产进行尺度重构,以场所为基础拓展为更广域的尺度空间。 拉图尔

的“行动者网络理论冶把行动者界定为做事的实体,既可以是人,也可以是物(Latour,

·14·第 5 期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芦摇 恒等: 城乡交流中的多尺度网络与重构



1992:241)。 这些行动者超越尺度的网络关系网,连接不同空间尺度中出现的场所和

领域,对形成新的多尺度权力关系过程起着重要作用( ,2014:215)。 可以看

出,行动者在多维的社会网络基础之上,促使各空间尺度更具社会过程特征。
第三,尺度政治过程性。 尺度作为特定社会空间关系争夺、妥协和管制的场域,

是社会建构和政治博弈的过程和结果。 尺度政治是描述这一过程和结果的概念,是
指在一个社会空间关系重塑过程中,各尺度之间的政治博弈和权力冲突调节。 这一

讨论可以追溯到史密斯对尺度政治的经典论述。 他提出了“尺度转换冶 ( jumping
scale)的概念,用来分析尺度政治的机制过程。 其定义为社会群体或组织通过政治

权力扩展尺度范围,以达到自身的政治主张和要求(Smith,1993)。 史密斯举了一个

体现尺度转换的典型案例。 纽约的无家可归者被房地产市场的私人空间所驱赶,他
们利用超市手推车改装的交通工具,满足交通、坐卧和遮蔽等移动性和隐蔽性需求,
从而逃离警察的空间限制,寻求占领更广阔的公共空间,提高对公共空间的使用能力

(Smith,1993)。 可见,房地产行业扩张导致的“私人空间冶,作为一个排斥和挤压无

家可归者生活空间的尺度,反而被无家可归者巧用“公共空间的共有权冶进行转换,
而且是“尺度转换冶英文原文中 jumping 所表达的“跳跃性冶变化。 作为弱势群体的无

家可归者用大家都可以使用的超市手推车,创造性地将私人空间的被动性尺度,转换

为公共空间的主动性尺度。 这是一个政治性的过程,为尺度空间变化的政治过程提

供了较为形象的解释。 尺度政治广泛应用于对社会冲突问题的研究,例如分析选区

划定、社会抗争、城市管治和危机治理等社会问题。 可以看出,尺度政治的过程是各

种政治主体对尺度的策略性运用,例如通过吸纳或排斥某些主体改变权力对比态势、
通过调整主体在尺度结构中的位置影响其权力关系,以及通过对尺度内涵再界定改

变政治活动的合法性(王丰龙,刘云刚,2017)。

二、韩国城乡交流的多尺度分析

如前所述,多尺度分析实际上是一种范式转换。 该范式突破空间结构与主体行

动之间的二元藩篱,强调以行动者为载体,深入分析将不同地理空间尺度串联在一起

形成动态网络的关系和过程。 此类本体论和认识论的创新,十分有利于研究者重新

审视城乡固有的二元对立性,通过多尺度分析体现的尺度政治、尺度主体、网络领域

性等属性,深入反思以往过于强调城乡二元结构的工业化发展思维。 传统的二元论

预设了城乡空间的尺度边界,我们有理由打破城乡尺度的边界,以多尺度的视角分析

韩国城乡交流的内在机制,这对于东亚后发现代化国家的城乡研究有着重要的启示

意义。
(一)国家与地方的尺度政治:城乡交流制度环境

进入 21 世纪后,韩国的城乡关系相对平衡。 但在 20 世纪 80 年代以前,韩国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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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通过“国家尺度冶的指导性计划促进城乡间融合发展。 到了 20 世纪 90 年代,韩国

政府开始“尺度下推冶,将城乡公共服务规划下推至地方性的城镇和自然村落尺度,
从国家干预转变为乡镇自主发展,重构了国家、城市和乡村尺度空间,促使韩国的城

乡融合发展进入了新阶段。
从多尺度视角来看,目前韩国城乡平衡交流现状并不是一个自在的社会现象,而

是一个尺度调整重构的自为过程,其中涉及不同尺度权力边界和治理方式的转变。
针对快速工业化带来农村人口外流的农村空心化现象,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韩国政

府推行了多项农业农村支援政策,其中最典型的是新村运动,在东亚社会掀起了城乡

平衡发展运动的大浪潮。 1972 年 3 月,韩国政府成立了“新村运动中央协议会冶,由
内务部长担任委员长,财务部、农水产部、山林厅、农村振兴厅等国家重要部门的领

导,以及农民协同组合(以下简称农协)等社会组织主要负责人担任委员。 该组织有

效衔接了国家和地方的尺度。 但是到了 1988 年,国会通过国政监察和腐败听证会进

行了“尺度上推冶,对“新村运动中央协议会冶进行监督和审查,充分揭露其腐败问题。
中央政府在舆论压力下对其进行重组,强调“尺度下推冶,将协议会的权力大幅下放

至社会组织。 2000 年“新村运动中央协议会冶更名为“新村运动中央会冶,从中央到

地方建立了完备的组织结构体系,成为国家与地方尺度之间的重要衔接者,并相继制

定了推动城乡发展的统一方针,将相关政策和精神传达到各地方自治团体。 可见,
“新村运动中央会冶作为一个典型的枢纽型组织,链接了国家和地方的政策和财政资

源,促使地方政府和地方社会组织能够在资金、技术、贷款、人力资源等方面获得综合

性支持。 国家尺度的下推给予了地方尺度自主权,使地方能够自主选择生产建设项

目,自主决定其规模和进展速度、相互促进和相互监督,有效地促进了城乡不同尺度

之间的交流与互动。 最为典型的是,在“新村运动中央会冶的推进下,为了进一步促

进城乡融合发展,韩国政府以《农业·农村基本法》为基础,相继制定了《城乡交流

法》《城市农业培育与扶持相关法》《农村融复合产业培育与支持相关法》等三项核心

法律,为城乡交流发展奠定了法律基础。 其中,《城乡交流法》将“城乡交流冶定义为

“通过农渔村体验、休养村事业、观光农园等项目实现城市与农渔村之间的人际交

流,以及农林水产物商品、生活体验、休养服务、信息或文化等的交换、交易和供

应冶淤。 城乡交流的目的在于,增进农渔村的社会经济活力,提高国民关于农渔业和

农渔村的价值认识,充分满足市民对于农村生活的体验和度假休养要求,促进城市和

农渔村均衡发展,以及提高国民生活质量。 该法不仅使城市居民对农业农村有了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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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的关注和支持,在农村生活体验、农产品品质认证、农特产宣传等方面也发挥了重

要作用。 为了培育和支持农村三产融合,韩国制定了《农村融复合产业培育与支持

相关法》,加快推进农业农村发展转型升级。 对三产融合产业的立法举措,有效推进

了农民利用当地的自然和文化资源,与食品加工业、物流业、旅游业等融合,提升了农

产品附加值,实现了农民增收,促进了城乡之间的有效衔接与发展。 与此同时,《城
市农业培育与扶持相关法》通过开展城市农业培育和扶持相关项目,在城市营造出

居民亲近大自然的生态空间,满足城市居民对农业农村的体验和需求,提升乡村认同

感,为城乡共同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总之,城乡交流的实质在于国家政府与地方社会的权力边界的调整。 一切城乡

资源分配的法律政策等制度规范,其前提都来源于城乡权力分配的平衡问题。 学术

界通常以“强尺度冶和“弱尺度冶之间的“尺度下推冶和“尺度上推冶来描述政治博弈过

程。 尺度政治中,如果在某一尺度中存在矛盾和冲突,为了达到各尺度的目的,“弱
尺度冶往往会通过扩大尺度范围冲破尺度限制,从而采用尺度上推;反之,“强尺度冶
则力图维持尺度边界,采用尺度下推,限制“弱尺度冶的利益诉求。 但是在韩国的城

乡交流过程中,并未体现出强烈的国家与社会对抗,而是一种尺度重构的转换。 这一

过程既包括自下而上的建构,也包括自上而下的解构;既涵盖宏观的政治经济过程,
也涵盖微观的社会行为过程。 代表地方权益的农协被纳入“新村运动中央会冶的共

治体系之中,既增强了其政治话语权,又使其能在国家权力和法律规范范围内与国家

机构进行沟通互动,避免产生过激的社会冲突,进而在共治基础上为进一步制定兼顾

国家和地方尺度利益的城乡交流相关法律奠定了重要的组织和治理基础。
(二)行动者:社会组织链接多尺度空间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随着生活领域和慈善公益领域的社会组织在提供公共服

务方面发挥的作用日益显著,社会组织逐渐成为链接国家与社会、城市与乡村尺度的

重要行动者,发挥着不可轻视的作用。 社会组织是人们为了实现某种共同目标,将
其行为彼此协调与联合所形成的社会团体。 在政府、市场、社会的三角构架中,社
会组织虽然力量最为弱小,但在社会运行体系中却往往扮演极为重要的角色(田
毅鹏,2019)。 它可以弥补政府和市场的不足,提供各类社会服务,促进多元社会

的整合,推动社会管理创新,是推动国家与社会关系转型的重要力量之一(黄晓

春,嵇欣,2014)。
在国家尺度的相关法律和政策的引导下,韩国农协作为“新村运动中央会冶重

要成员之一,成为链接城市与乡村尺度的重要行动者。 农协是以专业农户和兼业

农户为基本成员,以乡镇为主要空间地域,为农户会员提供购销、信用、加工、商
业、农技推广、文化教育与福利事业等多类型综合服务的基层农民组织(杨团,孙
炳耀,2012)。 从 1961 年成立至 2020 年间,韩国各地区农协的总数为 1 118 个,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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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总数达 2 085 234 人淤,几乎覆盖了全体农民。 农协作为韩国的“巨型冶社会组

织,包含互利、盈利、服务、公益等功能,补齐了政府在乡村公共领域服务的短板。
为了缓解城乡尺度之间的非均衡发展,推动城乡间的全面融合,韩国农协在全国

范围内实施“城市家庭周末农民冶项目,成为具有代表性的城乡交流活动。 首尔市政

府在 2013 年与农协中央会达成共识,共同开展城乡交流项目。 每年参与其中的首尔

市民达 4 万人左右( ,2020)。 该项目是以具有四岁以上子女的首尔市民家庭

为对象,每一期项目总人数控制在 40 ~ 80 名。 每个家庭通过首尔市官方网站或农协

官方网站进行报名,按照参加项目的不同缴纳 1郾 5 万 ~ 5 万韩元不等的活动费用,前
往农协指定的“农庄住宿冶体验幽静古朴的乡村生活,购买新鲜的农产品。 由于该项

目限定每一期的参与人数,满足不了与日俱增的市民需求,并且存在近郊“农庄住

宿冶乡村的地理位置限制,村庄数量有限,以及各乡村的体验服务项目雷同等诸多现

实问题。 为了进一步促进首尔市和其他地域之间的交流互动,满足市民对乡村体验

的需求,增进城乡间的均衡发展,提升整体生活质量,首尔市政府于 2015 年制定了

《关于首尔特别市共生交流的活性化支援条例》。 该条例的第九条规定,首尔市成立

“地域共生发展委员会冶,其业务包括制定地域共生交流活性化计划,实施地域间共

生合作项目,制定和评估共生合作委托项目的运营计划。 此外,农协作为城市与乡村

尺度间的重要行动者,为每个参与项目的家庭补贴部分费用,同时结合各村庄的特色

因地制宜地制定城乡交流项目,进一步促进了该项目的有效实施。 有学者曾对“城
市家庭周末农民冶项目进行了满意度调研,发现参与了此项目的首尔市民的满意度

整体较高,在提升市民生活质量的同时满足了乡愁情节,激活了乡村居民的经济活

力,促进了市民和村民的互利共赢( ,2020)。
总之,农协主导的首尔市“城市家庭周末农民冶项目,促进了以首尔市民和乡村

村民的交往和互动为核心的人际交流,加强了以农产品交易为核心的经济交流,增进

了以观光体验和文化教育为核心的服务交流。 农协在这一过程中作为重要行动者,
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有效地解决了城市与乡村尺度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实现了城乡之

间的互利共赢。
(三)多尺度网络领域性的城乡交流

韩国农协于 2003 年展开了“爱农村运动冶,并得到了政府、社会组织、市民等社

会各界的大力支持。 农协“爱农村运动冶的理念是推动市民与村民相互分享爱心,促
进城乡共赢。 2007 年《城乡交流法》的实施,进一步助推了城乡交流项目。 “一社一

村冶姊妹结缘项目作为“爱农村运动冶的重要环节,对促进城乡交流做出了巨大贡献。
截至 2020 年,该项目达到了 10 867 项于。 然而,在一些“一社一村冶姊妹结缘项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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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农协中的农民精英与当地农民在理念和利益上存在不一致,往往出现农协强制

主导,当地农民处于被动地位的问题。 “一社一村冶姊妹结缘项目中最典型的阿尔卑

斯村突破农协单一尺度,建立多尺度网络领域的乡村发展行动网络。
一方面,当地农民建立本土组织,从抽象的全国“农村冶转换到具体的当地“本

村冶尺度,避免在农协权力性网络中处于被动地位。 阿尔卑斯村坐落在韩国忠清南

道天庄里七甲山脚下,耕地面积较少,农民很难通过传统农业增收。 因此在项目初

期,该村庄主要借助农协农村农合开发事业促进委员会的力量,将拓展非农收入定为

该村建设项目的基本方向,并规划建设城乡交流中心(民宿、会议室、餐厅)、健康体

验农园、人造草坪足球场等多项公共设施。 但是,随着项目的深入开展,农协的利益

取向与当地农民产生了矛盾。 当地农民意识到“自己组织起来自我管理冶的重要性,
由此在农协的影响力之外,于 2009 年自行组建正式的农民组织“阿尔卑斯村运营委

员会冶,由当地每个村民家庭选取一名代表参与,从当地农民利益出发,因地制宜地

管理农村公共资源,持续促进农村开发事业。 该委员会成为当地乡村发展事业的主

体,运营委员长成为重要行动者,在乡村尺度重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对于农协

外在的强大影响力,该委员会强调“村民们应自行寻找活动(城乡交流项目),主动寻

找工作冶( ,2013)。 该村转换尺度,不是简单立足于全国农协代表的抽象的

“农村冶尺度,而是基于当地的“本村冶尺度,充分发挥村民的主体作用,促使村民自愿

加入乡村建设,共同开发城乡交流项目。 当地村民在运营委员会的带领下,冬天利用

村庄周围的小溪打造“冰雪节冶,夏天利用健康体验农园、葫芦隧道等旅游景观发展

文旅产业。
另一方面,村运营委员会、农协、企业、当地政府联合,形成了促进城乡交流的多

尺度网络。 面对村庄综合性开发事业,村民自己的运营委员会逐渐意识到,仅凭独立

开展一两个农家乐节日庆典活动很难实现全村的整体发展,仅靠当地村民组成的内

生力量远远不够。 因此,阿尔卑斯村运营委员会在与全国农协总部进行协商,界定各

自的责任边界之后,主动开发葫芦化妆品等产品。 目前,该村已完成葫芦化妆品的专

利申请和商标注册,一部分商品已出口海外。 同时,地方政府和农协总部主动结合当

地葫芦产业优势,打造乡村景观,举办“葫芦节冶等,将景观、体验、文化、产业有效地

整合在一起,助力农村三产融合。 2009 年至 2018 年,总人口数不到 100 人的阿尔卑

斯村年均总访问人数从 3 万人上升至 27 万人,总销售额从 1郾 2 亿韩元上升至 18 亿

韩元淤。 2020 年,阿尔卑斯村再一次被评选为韩国农村体验度假村工作第一村。
如前所述,“爱农村运动冶的“一社一村冶姊妹结缘项目取得促进农村整体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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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成效。 然而,这些项目仍未有效解决乡村面临的过疏化、人口超高龄化、乡村生

活质量较差等社会问题。 为此,韩国农协于 2016 年发起了“乡村再造运动冶。 农协

选取企业首席执行官、企业代表等担任“名誉村长冶,让所属员工作为“名誉村民冶,鼓
励“名誉村长冶和“名誉村民冶共同参与城乡交流的全过程。 他们作为乡村建设的“乡
村精英冶,力图解决乡村工作中的重难点,与村民共同携手再造新农村。 同年,农协

与江原道铁原郡东松邑阳地里候鸟村举行了首次“名誉村长冶任命仪式,正式开启了

“乡村再造运动冶。 与此同时,农协将尺度上移至中央政府,与中央政府的直属部门

共同推进“共建乡村运动冶(农林畜产食品部)等项目,将项目扩散到全社会领域,让
更多的市民与农民参与其中。 截至 2020 年底,农协共任命 2 707 名“名誉村长冶,共
开展 10 619 项城乡交流项目,进一步促进了城乡间双向循环的交流,推动了城乡融

合发展淤。
以上诸多实例说明城乡交流的两端并非只是城市和乡村两个特定场所,特别是

“乡村冶的尺度不能完全涵盖农民的利益边界。 以韩国农协为例,尽管其当初由农民

自发组织而成,但是当其扩大生长成一个全国性的超级组织,且拥有科层体系和权力

时,就不一定完全代表具体的某些村庄和农民的利益。 因此,“乡村冶是一个多尺度

的领域,是一个由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中央农协、地方农协、本村农民组织、本村农民

等多主体组成的多尺度网络领域。 正如朴培均深入分析的多尺度网络领域性那样,
他主张尺度之间的垂直关系不仅是上下的等级关系,而要视之为行动者相互影响作

用的“多尺度冶过程( ,2001;2005)。 在多尺度分析中,杰索普等学者通过社会

与空间的内在关联性,提出领域(territory)、场所(place)、尺度(scale)、网络(network)
的四维分析框架(Jessop et al. ,2008)。 朴培均试图在此理论基础之上分析四个维度

相互重组的内在机制,以分析解释韩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政治经济过程,最终总结提炼

出多尺度网络领域性(multi鄄scalar networked territoriality)概念。 朴培均指出,“领域冶
的运行是通过社会力量和社会制度的网络来支撑的,“网络冶可以形成空间上的地方

化和领域化。 这种“网络领域性冶一般出现在多尺度空间,通过社会整合关系的空间

扩展或空间集中,形成影响权力关系的尺度政治,会出现多种尺度的领域化力量相互

作用的多尺度过程( ,2012)。
由此可见,韩国农协掀起的“爱农村运动冶及其升级版“乡村再造运动冶,表面上

是农协作为中间力量帮助当地农村链接政府和企业资源,其本质是一个在农村的空

间内多元重叠的主体不断互动和调整权力边界的动态过程,即中央政府通过《城乡

交流法》将国家资源分配至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在动员农民力量时与全国性的农协

形成网络开展合作。 此时的网络尺度虽然连接了城市和乡村,但是乡村尺度还可以

细分出“农协冶代表的抽象“全国乡村冶尺度,以及当地农民代表的在地化“本村冶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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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两者并不完全一致。 换言之,农协的利益并不等同于当地乡村中“本村农民冶的
利益。 因此,乡村作为一个空间尺度场所,有多重主体重叠于此,难免产生利益冲突。
于是当地居民建立起维护本村利益的“运营委员会冶,与农协进行博弈。 同样,城市

作为一个场所,并非只是政府和企业在进行互动,还有农协中央总部、中央政府部门

等多主体进行合作和博弈。 因此,在作为升级版的“乡村再造运动冶中,农协开始和

农林畜产食品部、行政自治部、文化繁荣委员会等中央部委机构开展全面合作,推动

范围广大的综合性城乡发展项目。 由此可见,城乡交流活动涉及多类主体共同在同

一个空间场所不断叠加,嵌入超越中央和地方、全国乡村和本地乡村边界的多尺度权

力性网络之中。

三、韩国对我国城乡交流的重要启示

韩国通过 60 多年的探索,在促进城乡交流方面积累了许多值得借鉴的经验。 在

多尺度分析视角下,韩国城乡交流实际上是一个尺度重构的过程,其中跨越各个尺度

空间发挥关键作用的是尺度的行动者。 纵观中韩城乡的历史发展和社会转型背景,
两国具有诸多相似之处,也存在现实差异。 这使我们不能完全照搬韩国的经验方法,
但可选择接受其符合我国国情的经验。 当然,促进城乡交流的过程应遵循当今我国

城乡结构转型的内在规律。 不过,我们应重视多尺度背后的空间网络性和尺度重构

性,而非简单地将城乡交流理解为城市社区与农村社区之间的物资交换和传递过程,
其是一个政治经济和社会层面各类主体互动的过程。 在这方面,韩国城乡交流经验

对我国的重要启示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夯实和细化城乡交流的法律保障,提升多元尺度行动者的多重功能。 韩国《城

乡交流法》能顺利出台,在于“新村运动中央会冶所建立的组织基础。 该组织并非只

是一个跨越城乡的行政治理网络,而是一个积极吸纳各级政府之外的农协的各级组

织体系,将农民利益考虑在内,经过内部组织创新调整后,逐渐形成一个体系完备的

城乡行政和社会体系,制定统一的城乡发展方针。 最后,以此为基础,旨在兼顾国家

公益和农民私益的《城乡交流法》应运而生,激活了各级地方政府、农民组织、社会慈

善组织、普通农民等多元主体的活力,共同推动了城乡交流。 进入 21 世纪以来,我国

一直重视城乡交流。 2019 年 4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

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意见》,指出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
要建立健全有利于城乡要素合理配置的体制机制,有利于城乡基本公共服务普惠共

享的体制机制,有利于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发展的体制机制,有利于乡村经济多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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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的体制机制,有利于农民收入持续增长的体制机制等淤。 2021 年颁布的《中华人

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将“城乡融合冶作为重要内容写入其中,从法律层面保障

新型城镇化建设、乡村发展布局、农村社会事业、城乡统筹社会保障制度、城乡产业协

同发展。 但是,现行法律政策主要明确的是各级人民政府在城乡交流中的功能和职

责,主体仍然是国家各级条块部门。 城市的社会工作机构、公益慈善组织、社会企业,
以及农村的村委员、农民合作社、宗族组织、老年协会、农民志愿组织等城乡多元化社

会力量,在政策法律中的地位和作用依然不明显。 实际上,城乡交流和融合是主体之

间持续互动的过程,需要法律政策将社会的多元尺度行动主体纳入其中,对其功能和

互动规范进行承认和界定,在法律上赋予社会力量参与城乡融合的合法性,提升城乡

交流的包容性和整体性。
培育跨尺度行动者,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在城乡领域的枢纽性作用。 从韩国城乡

交流的历程来看,以农协为代表的社会组织发挥的功能日益突出,后来发展成全国性

的超大型社会组织,在改善乡村生活环境、生产经营、维护农民利益、实施城乡交流项

目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我国虽然尚无类似农协的超级组织,但农民专业合作社具

有相似的功能。 目前,我国农民合作社的整体发展水平仍不容乐观,部分地区存在

“空壳合作社冶现象。 我们应吸取韩国农协损害当地农民利益的教训,加强法律政策

对农民合作社的权力边界和责任义务的细化界定,使其利益边界与当地农民利益边

界相洽。 同时,除了农民合作社,近几年出现的农民志愿者组织也是值得培育的农民

社会组织。 例如,笔者团队从 2015 年开始进行深入研究的吉林省某县农民志愿者组

织,是由来自 67 个村(包括自然村)的 3 000 多名村民组成的农民自我管理、自我服

务、自我教育的志愿者组织,围绕村容整洁、邻里互助、乡风文明等方面,积极开展志

愿服务活动 12 年(芦恒,2017)。 此类农民自发形成的志愿者组织是典型的跨尺度

行动者,其活动范围不局限于一个孤立的村庄,而是在全县三分之二的村庄中设立分

会开展志愿服务;其维护的公共利益和公益精神远远大于农民专业合作社,超越农民

的私人利益,甚至还经常组织去县城中心的街心公园帮助政府义务栽种花木,减轻政

府在市政绿化方面的经济和人力负担,实现了小农做大公益的跨尺度治理效益。 近

几年,他们广泛活跃于农村从事捐资助学,关注农村留守儿童成长的各类城市公益慈

善组织,也是积极的跨尺度行动者。 此类组织拥有雄厚的资金和专业人力资源,积极

奔赴边远山区开展社会救助和社区发展事业(李小云,2021)。
此外,2020 年以来,政府积极推广的乡镇(街道)社会工作站也是推动城乡交流

的主体。 2020 年,民政部强调加快建立健全乡镇(街道)社会工作人才制度体系,力
争到“十四五冶末,实现乡镇(街道)都有社工站、村(社区)都有社会工作者提供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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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建设目标。 各地要以社工站为平台,联动民政协理员、社会救助经办人员、儿童督

导员和儿童主任等民政部门服务力量,司法、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等政府部门和工会、
团委、妇联、残联等群团组织的基层服务力量,社区社会组织、公益慈善组织和志愿者

等社会力量共同开展服务。 充分利用村(社区)服务中心、儿童之家、日间照料中心、
敬老院等基层服务场所、设施设备,实现资源共用、共享淤。 2021 年 12 月,民政部与

国家乡村振兴局联合印发《“十四五冶时期社会工作服务机构“牵手计划冶实施方

案》,强调引导先发地区社会工作服务机构结对帮扶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社会

工作服务机构,以培养一批扎根乡村、能力突出的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协助受援地区

提高社会工作服务水平,搭建社会工作服务东西部协作、城乡融合平台,推动社会工

作专业人才在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中发挥更大作用于。 值得注意

的是,尽管国家强调在城乡基层社区设置社会工作站,但是主要是以政府购买项目的

方式,承接主体主要是作为社会组织的社会工作机构。 这就对已有的城市社会工作

机构自身组织建设和专业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和更高标准,需要从针对个体或弱势

群体能力提升的治疗性理念,转变为社区整体能力提升的发展性理念。 在专业上,新
趋势更加强调社会工作机构从优势视角、赋能视角、地区发展模式等理论框架,深入

农村基层社区,挖掘当地的产业文化社会优势,在生产和文化上将当地农民组织起

来,形成绿色产品生产小组或非物质文化遗产工艺制作小组,然后将产品直接对接城

市社区消费者,促使农民增收的同时加强城乡文化交流。 此外,乡镇基层社会工作站

能够激活农村熟人社会的互助传统,积极开展农民志愿服务活动;在外来社会工作机

构和慈善公益组织跨越国家和社会、城市和乡村等尺度的实践下,加强农民志愿服务

的体系化和专业化建设,最终提升农民的现代公益精神,共同提升城乡公共性属性。
划分精准城乡尺度,积极打造多尺度城乡交流网络。 韩国城乡交流中体现出的

多尺度主体,启示我们在国家尺度的宏观导向下,还能进行精准的尺度划分。 在目前

的城市区域经济发展研究中,学者们日益重视尺度分析框架下城市群发展中由政府、
NGO、企业等多主体形成的多中心与网络化的权力格局,产生出新的治理模式(唐承

辉,马学广,2022)。 同理,研究者在对城市和乡村内部以及城乡交流的权力转换过

程进行分析时,也应该重视多尺度研究的应用。 我们在新时期不能仅从行政层面将

城市划分为市、区、街、社区等尺度,亦不能只是将乡村划分为县、乡(镇)、行政村等

尺度。 事实上,从尺度自身所蕴含的主体和社会因素来看,城市可以被视为由若干个

尺度形成的网络领域,即老旧社区、商品房社区、回迁安置社区、回迁房与商品房混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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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等不同类型的尺度。 即使是商品房社区内部也会分为别墅区、低层洋房区、高层

楼房区等不同的社会生活空间。 疫情防控采取的封控区、管控区、防范区等社区分区

分级工作,又将城市尺度复杂化,将常态化的多类型社区进行叠加后,增加了城市社

区治理和防控的精准性。 同理,乡村的尺度也丰富多样。 特别是从县域角度来看,我
国存在“省直管县冶体制。 对于经济优势明显和发展潜力巨大的县城,省级政府采取

省替代市管辖县的形式,提升了区域资源动员能力和治理效率。 这也是思考中国城

乡交流时的一个独特的尺度。 此类特殊县域与普通县城的城乡交流将会呈现出不同

的尺度转换和尺度政治。
此外,在村级行政方面,一些当地政府将若干个自然村合并为一个大村,但是在

资源分配和治理效率上,大村内部会出现分化现象。 如果我们将自然村尺度(在北

方或被称为屯,在南方或被称为湾)作为城乡交流和治理的基本单位,其治理精准性

和政策包容性会强于行政村尺度。 课题组在浙江省东部某县调研时,发现当地还存

在介于“社区冶和“村冶之间的“居冶概念。 县政府将周围县区水坝移民迁至县城集中

安置时,为便于管理,暂时将安置区以“居委会冶(简称“居冶,区别于“社区冶)为单位

来进行管理。 这种暂时性的“居委会冶区域后来逐渐被忽略。 政府没有按照以前的

“行政村冶来分配政策红利,也没有完全按照“城市社区居委会冶的标准来进行建设,
使得该区域成为公共资源、基层治理相对弱势的区域。 因此,近年来,当地政府将此

类区域的“居委会社区化改革冶作为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战略的工作重点,使其共享乡

村振兴和县域经济发展的政策红利。 可见,尺度的划分并非随意创造一个概念,还要

配之以政策、资源、人才的支持,并将其纳入整体的发展性战略之中。 同时,随着近几

年美丽乡村建设、乡村振兴等示范村建设的大力推行,充分显示出集中力量干大事的

发展效果。 但是从可持续性的角度来看,今后我国的城乡可持续性发展战略,还要将

非示范区作为重要尺度来进行考量。 当地政府不能只是将城市的示范区与乡村的示

范区进行对接和优势互补。 城市中的非示范区、老旧社区、回迁安置社区等社区尺

度,也应与乡村的非示范性村庄或者自然村尺度进行对接,形成一个将若干个精准尺

度编织于内的社会资源公平分配和充分互动的城乡交流大网。
综上所述,笔者采用多尺度视角,提炼出“以尺度为单位冶细化法律保障,发挥社

会组织作为跨尺度主体的连接作用,打造多尺度城乡交流网络等经验和启示。 这些

并非只是文字游戏,也不是将简单现象复杂化,而是学者面对全球和当地社会呈现出

超级复杂性时,对真实复杂体进行划分和组合的尝试。 “由于尺度的结构和关系依

托于基本的地理划分,因此尺度的真假也并不重要,更值得关注的应该是这些数量关

系或尺度联系(如全球城市网络)对客观现象的解释力……尺度研究的重心也在于

各种空间演变和政治争夺过程,如尺度重构、尺度的政治、尺度的社会实践等冶(王丰

龙,刘云刚,2015)。 因此,在多尺度框架下的韩国城乡交流过程中,一些在农协之外

的农民自发的组织被研究者“筛选冶出来。 农协代表的抽象乡村利益与当地农民代

·15·第 5 期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芦摇 恒等: 城乡交流中的多尺度网络与重构



表的具体本村利益之间细微的博弈政治过程,对研究者更精准地把握地域社会治理

的机理发挥了积极作用。 同时,多尺度概念表现出的尺度行动者、尺度网络领域性、
尺度政治等框架,对政策制定者和研究者精准划分我国城乡融合过程中超越行政层

面的跨尺度行动者,规范主体之间网络的权力边界,以及促进城乡空间性政策综合性

发展,有着十分关键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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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ors and Network Territory of Urban鄄rural Exchang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ulti鄄scale Analysis

—Based on South Korea蒺s Urban鄄rural Exchange Model

LU Heng摇 BIAN Chengri

Abstract摇 As a typical latecomer state of modernization in East Asia, South Korea has made remarkable
achievements through the “compressed冶 urbanization path, while there are still imbalances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development. In the new century, multi鄄scale research has gradually become a new interpreta鄄
tion framework of disciplines such as human geography,regional economics, and regional sociology. The
social attributes of scale social network, scale actor subjectivity, and scale political process reflected in
multi鄄scale research have provided a new interpretation framework for urban and rural studies. Nowadays,
urban鄄rural exchange shave evolved into a multi鄄dimensional, open, and trans鄄regional social process of
multi鄄scale reconstruction. After World War II, in order to alleviate the dual opposition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South Korea comprehensively introduced relevant laws and policies on urban鄄rural ex鄄
changes. As cross鄄scale actors, social organizations played a core role in multi鄄scale games and coopera鄄
tion among the central government, local governments, and local villages, weaving other multi鄄scale ac鄄
tors into a network area connecting urban and rural territory. The enlightenment of South Korea蒺s experi鄄
ence toward China lies in the following aspects: firstly, enhancing and refining legal guarantee of urban鄄
rural exchanges and empowering the multiple functions of actors at multiple scales; secondly, cultivating
cross鄄scale actors and maximizing the pivotal role of social organizations in urban and rural areas. Lastly,
establishing precise scales for urban鄄rural exchanges and actively building a multi鄄scale network.
Keywords摇 Urban鄄rural exchange; Scale actor; Scale politics; Scale network terri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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